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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 GＧL指数、BI指数、MIIT指数和 VIIT指数,测算了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中国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状况,并实证分析了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

素.结果表明,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整体上较低,但双方半数类别农产品

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增量主要源自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的作

用也在加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增量的主要源泉,其作

用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明显增强;中国与沿线各地区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存在明显地区

差异,与东南亚、南亚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与西亚及埃及、中亚及蒙

古、中东欧及西欧则一直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相对经济规模、贸易距离、产品差异度、市场对

外开放度、外商投资、贸易不均衡、收入不平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和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均

显著影响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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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经济体之间贸易往来主要取决于双方基于资源禀赋差异的比较优势,出
口主要使用丰富资源生产的商品,进口主要使用稀缺资源生产的商品,基于资源禀赋差异开展的双边

贸易往来被称为产业间贸易[１].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起,持续存在于国际贸易中并发挥越来越重

要作用的经济体之间相互出口相同产业部门生产的商品的现象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该现象也被称

为产业内贸易[２Ｇ３].较多研究对这种贸易现象进行了解释,这些研究也被认为是新贸易理论的起端,
为重新审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提出的国际贸易基于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观点以及规模收益不变、同
质产品、完全竞争等理论假设提供了重要论据[４].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垄断竞争模型等新国际贸易

模型相继被提出,强调多样化收益、规模报酬递增和国际贸易竞争压力的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随之出

现,取代了采用传统指标进行测算且主要关注产业间贸易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这些模型和理论以及

后来出现的一体化均衡、贸易净要素含量等概念,共同构成了产业内贸易理论的基础与框架[５].产业

内贸易理论从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方面深入考察了国际贸易形成机制,系统阐释了传统国际贸易理

论不能解释的产业内贸易现象[６Ｇ８].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农业领域积极开展基于互利共赢的产

业对接,合作范围不断拓宽、合作链条继续延展、合作方式持续丰富,取得丰硕成果[９].为了持续加强

“一带一路”农业区域合作顶层制度设计,中国原农业部等四部委在２０１５年３月联合发布«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提出将优化农产品贸易合作作为双方合作重点之一.据中

国商务部数据,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额从２０１３年的４１４．２２亿美元提高到２０１８年



的５１７．０２亿美元,增加了２４．８２％,明显高于同期中国农产品贸易额１７．０１％的增速;中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额占中国农产品贸易额比重从２０１３年的２２．３９％提高到２０１８年的２３．８８％,
增加了１．４９个百分点.经济体之间农产品贸易增长,不仅取决于贸易规模增长,还取决于贸易增长

本身的稳健性,而基于“平滑调整假说”的产业内贸易能有效降低贸易调整成本和缓解贸易摩擦,比产

业间贸易更具有可持续性[１０].面对近年来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的持续经贸摩擦对农产

品对外贸易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今后中国需要持续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农业领域的经贸

合作.在此背景下,从产业内贸易的角度系统阐释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关系具

有重要现实意义.
随着产业内贸易理论的不断发展,GＧL指数、BI指数、MIIT指数、VIIT指数等产业内贸易测算

方法被相继提出,并出现了较多基于这些测算方法实证研究经济体之间商品以及工业制成品、化石能

源与矿产、农产品及食品等产业内贸易及其影响因素的文献.从农产品及食品产业内贸易方面实证

研究文献看,国外分析了捷克等维谢格拉德国家[８]、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１１]、波兰与欧盟[１２]、欧盟新

成员国与欧盟２７国[１３]、匈牙利与欧盟[１４]、欧盟成员国[１５]、越南[１６]等经济体;国内分析了中国农产品

整体[１７Ｇ１８]以及中国与东盟[１０]、日本韩国[１９]、美国[２０]、金砖国家[２１Ｇ２２]、澳大利亚[２３]、中亚[２４]等经济体.
那么,产业内贸易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增长中发挥了何种作用? 双方农产品产

业内贸易出现了哪些变化? 是否存在显著地区差异? 又受到哪些因素影响? 目前,国内外还鲜有相

关研究.因此,本文在对贸易农产品进行分类和界定的基础上,采用产业内贸易理论来深入探究中国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测算

　　１．测算方法

(１)GＧL指数.为了测算各国之间在各个类别商品上的产业内贸易水平,Grubel等[２５]提出了

GＧL指数,用公式表示为:

GLi＝１－
Xi－Mi

Xi＋Mi

(１)

式(１)中,Xi 和Mi 分别表示两国i类商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GLi 的取值范围为[０,１];当GLi

趋近０时,显示i类商品产业内贸易水平越低,GLi 趋近１时,产业内贸易水平也越高.当GLi＞
０．５０时,表明产业内贸易在i类商品贸易中处于优势,反之,产业间贸易处于优势.

为了进一步分析经济体之间全部商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可以利用无权整体产业内贸易指数

(GLu)和加权整体产业内贸易指数(GLw)进行测算,用公式分别表示为:

GLu＝
１
n∑

n

i＝１
GLi (２)

GLw＝GLi∑
n

i＝１

Xi＋Mi

X＋M ＝１－
∑
n

i＝１
Xi－Mi

X＋M
(３)

式(２)和(３)中,X 和M 分别表示经济体之间全部商品出口额和进口额.当GLu＞GLw 时,表明

在商品贸易中,贸易市场份额高的类别商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低,贸易市场份额低的类别商品的产业

内贸易水平高;当GLu＜GLw 时,表明在商品贸易中,贸易市场份额高的类别商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

高,贸易市场份额低的类别商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低.
(２)BI指数.为了探究产业内贸易动态演变过程,Brülhart[２６]提出了Brü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

指数(BLi),用来计算特定时间范围内两国在各个类别商品贸易增量中的产业内贸易作用程度,用公

式表示为:

BLi＝１－
ΔXi－ΔMi

ΔXi ＋ ΔMi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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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４)中,ΔXi 和ΔMi 分别表示相邻年份两国间i类商品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增量变化.BLi 的

取值范围为[０,１];当BLi 趋近０时,显示i类商品贸易增量主要源自产业间贸易;当BLi＞０．５０时,
主要源自产业内贸易,且BLi 越趋近１,表明产业内贸易在贸易增量中的作用越大.

为了进一步分析相邻年份两国之间在全部商品贸易增量中的产业内贸易作用程度,可采用加权

的Brü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BI)进行测算,用公式表示为:

BI＝BLi∑
n

i＝１

ΔXi ＋ ΔMi

∑
n

i＝１
(ΔXi ＋ ΔMi )

(５)

(３)MIIT 指数和 VIIT指数.根据贸易变化特征的差异,可以将产业内贸易分为垂直型和水平

型两种不同形式.其中,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主要由相同商品的质量差异所导致,一般发生在存在较大

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国家间;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主要由相同商品的规格、款式等方面属性差异所导

致,一般发生在存在较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国家间[２７].为了深入探究产业内贸易结构的动态演变

过程,基于Brülhart[２６]的研究,Thom 等[２７]提出了 Thom & McDowell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指数(VIＧ
IT)和 Thom & McDowell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指数(HIIT);其中,HIIT指数即BI指数,VIIT指数等

于总产业内贸易指数(MIIT)减去 HIIT指数.MIIT指数用公式表示为:

MIIT＝１－
ΔX－ΔM

∑
n

i＝１
ΔXi ＋∑

n

i＝１
ΔMi

(６)

式(６)中,ΔX＝∑ΔXi,ΔM＝∑ΔMi.当 MIIT＝０时,表明贸易增量完全由产业间贸易引起;
当MIIT＝１时,表明贸易增量完全由产业内贸易引起.当VIIT＞HIIT 时,表明产业内贸易增量

主要源自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反之主要源自水平型产业内贸易.

２．研究对象与数据说明

(１)研究对象界定.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看,本文参考中国商务部等联合发布的«中国对外直

接投资统计公报»,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界定为５个地区６４个国家:①东南亚,包括泰国、越南、印
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文莱、老挝、缅甸、柬埔寨、东帝汶１１个国家;②南亚,包括印度、
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马尔代夫、阿富汗８个国家;③中亚及蒙古,包括哈萨克

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蒙古６个国家;④西亚及埃及,包括伊

朗、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巴林、卡塔尔、也门、阿曼、阿联酋、
科威特、黎巴嫩、埃及１６个国家;⑤中东欧及南欧,包括捷克、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俄罗斯、乌克

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阿尔巴尼亚、塞
尔维亚、波黑、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黑山、斯洛文尼亚２３个国家.

从贸易农产品看,本文参考世界贸易组织(WTO)提出的“«农业协议»＋水产品”分类标准对贸易

农产品进行分类和界定,具体包括:活动物、肉类及其制品、乳品蛋品、动物油脂、未加工动物皮毛、谷
物及其制品、咖啡茶叶可可、蔬菜水果、糖及糖食与蜜糖、天然动植物原料、天然橡胶、烟草及其制品、
饮料、油籽油料、植物油脂、加工的动植物油脂、杂项食品、饲料、纺织纤维及其废料和水产品及其制

品,共２０种类别农产品.
(２)数据说明.本文用来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状况的农产品进出

口额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数据样本期均为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

３．测算结果与分析

(１)GＧL指数分析.①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对于各类别农产品(表１),肉类及其制

品、动物油脂、咖啡茶可可、饮料、油籽油料、杂项食品、饲料、纺织纤维及其废料和水产品及其制品的

GLi 指数值总体上均以增为主,近年来基本都在０．７５以上,产业内贸易水平很高;其中,饮料、饲料和

纺织纤维及其废料大多高于０．９０,产业内贸易水平非常高.蔬菜水果和天然动植物原料的GLi 指数

值的变化趋势总体上较为稳定,基本都在０．５０和０．７５之间,产业内贸易水平都较高.活动物、乳品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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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谷物及其制品和糖及糖食与蜜糖的GLi 指数值在样本期内早期部分年份里曾大于０．５０,但近年

均小于０．５０,即由以产业内贸易为主转为持续的产业间贸易;未加工动物皮毛的GLi 指数值在２０００
－２０１７年均明显小于０．０５,２０１８年则达到０．８０,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天然橡胶、烟草及其制品、植物

油脂和加工的动植物油脂的GLi 指数值持续小于０．５０,一直为产业间贸易.因此,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中

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别农产品贸易中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并存,且产业内贸易是双方

半数类别农产品的主要贸易方式.
表１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GＧL指数值

类别农产品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活动物 ０．１１１ ０．８１１ ０．２６０ ０．２０７ ０．３５２ ０．０８７ ０．０３１ ０．０８３ ０．１３５ ０．４１０ ０．４２８

肉类及其制品 ０．３３９ ０．０４９ ０．１６７ ０．０４３ ０．１６８ ０．５７９ ０．２７９ ０．３８４ ０．７１１ ０．７５５ ０．８９７

乳品蛋品 ０．３４９ ０．７７８ ０．１４７ ０．１６９ ０．２２９ ０．１５７ ０．２５６ ０．２０５ ０．３４５ ０．４８９ ０．４１５

动物油脂 ０．６２５ ０．２６０ ０．８５８ ０．９４１ ０．８３０ ０．５６８ ０．９５６ ０．６９７ ０．８３１ ０．７８９ ０．９０７

未加工动物皮毛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５３ ０．０６６ ０．０５９ ０．１０２ ０．０８８ ０．０９１ ０．２３３ ０．２６２ ０．７９８

谷物及其制品 ０．２９５ ０．７０６ ０．８８３ ０．８６９ ０．４４０ ０．４２５ ０．３２９ ０．２１２ ０．２５０ ０．２３７ ０．３１１

咖啡茶叶可可 ０．６５９ ０．５０８ ０．６６７ ０．７０２ ０．８５５ ０．７４９ ０．８５７ ０．８５０ ０．９６３ ０．７１５ ０．７９１

蔬菜水果 ０．６０３ ０．６１１ ０．５８７ ０．６０５ ０．７７８ ０．７２１ ０．７４５ ０．７２０ ０．５８８ ０．６１１ ０．７０６

糖及糖食与蜜糖 ０．５１２ ０．３９８ ０．１３５ ０．５６５ ０．９９５ ０．２７５ ０．４８４ ０．４９８ ０．２９４ ０．４３５ ０．４６４

天然动植物原料 ０．７９０ ０．６４１ ０．６４２ ０．６７９ ０．６９４ ０．７７２ ０．６４８ ０．６２１ ０．５５２ ０．５３５ ０．５９４

天然橡胶 － ０．０６３ ０．１１４ ０．１１４ ０．１０８ ０．０９９ ０．１０３ ０．０９２ ０．０７４ ０．０６４ ０．０９３

烟草及其制品 ０．０６７ ０．０１２ ０．２４０ ０．１８９ ０．１６７ ０．２２０ ０．４２８ ０．４３４ ０．４４３ ０．４２０ ０．４５６

饮料 ０．５５９ ０．１５３ ０．４０６ ０．４３７ ０．５３８ ０．６０６ ０．５５６ ０．７５９ ０．８６７ ０．９０８ ０．９９４

油籽油料 ０．４１２ ０．１６９ ０．５２５ ０．４９４ ０．３７９ ０．３４３ ０．６３０ ０．７４１ ０．６９７ ０．７８７ ０．８０３

植物油脂 ０．０２３ ０．０７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４

加工的动植物油脂 ０．２５５ ０．１１１ ０．１７０ ０．１２１ ０．１４２ ０．１５８ ０．１５１ ０．１６５ ０．１５２ ０．１９２ ０．３３８

杂项食品 ０．６６７ ０．３８０ ０．４７６ ０．７４６ ０．７７２ ０．６４７ ０．７３７ ０．６９５ ０．７６６ ０．８５３ ０．８６８

饲料 ０．５７１ ０．５７６ ０．７５２ ０．９１２ ０．６９０ ０．９９５ ０．８５７ ０．９７５ ０．８８１ ０．９４６ ０．９７９

纺织纤维及其废料 ０．２８６ ０．４９０ ０．４２７ ０．５１７ ０．３６７ ０．４５７ ０．６２３ ０．８５０ ０．９１８ ０．９７１ ０．９７８

水产品及其制品 ０．２６２ ０．６０６ ０．９７４ ０．９０９ ０．７８９ ０．７６２ ０．７０４ ０．７１８ ０．７６５ ０．８３５ ０．９２４

GLu ０．３９０ ０．３７１ ０．４２５ ０．４６５ ０．４６８ ０．４３６ ０．４７４ ０．４９０ ０．５２４ ０．５６１ ０．６３８

GLw ０．３６５ ０．３８０ ０．４０８ ０．４１７ ０．４５４ ０．４６４ ０．５１１ ０．５２３ ０．４９１ ０．４６９ ０．５６７

　注:根据中国海关数据计算整理得到;“－”表示没有贸易往来;下同.

　　对于农产品整体,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的GLu 指数值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都小于

０．５０,GLw 指数值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也均小于０．５０;这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在样本期内多数年份里都较低,双方农产品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从

变化趋势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的GLu 指数值和GLw 指数值总体上都以增为主;这
表明,产业内贸易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增长变化中的作用持续增强.比较来看,

GLu 指数值在多数年份里都大于GLw 指数值;这表明,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中,
总体上,贸易市场份额高的类别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低,贸易市场份额低的类别农产品的产业内

贸易水平高.２０１８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Li 指数值分别为０．３１、０．０９、０．０２的谷物及其制品、
天然橡胶、植物油脂的贸易额分别占双方农产品贸易额的５．９９％、１５．２０％、９．５５％,而GLi 指数值分别为

０．９０、０．９１、０．９９的肉类及其制品、动植物油脂、饮料的贸易额则分别仅占０．７４％、０．９１％、０．８６％.

②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地区.对于中国与东南亚农产品贸易(图１),GLu 指数值和GLw

指数值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分别稳定在０．４５和０．４０左右,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则均以增为主且２０１８年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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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０．５０;对于中国与南亚农产品贸易,GLu 指数值和GLw 指数值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分别稳定在０．３０
和０．３５左右,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则以增为主且GLw 指数值在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均大于０．５０.这表明,中国

与东南亚、南亚农产品贸易均由“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转为此后以产业内贸易

为主,产业内贸易对于农产品贸易增长的影响在不断加强.对于中国与西亚及埃及农产品贸易,GLu

指数值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稳定在０．２３左右,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均以增为主,GLw 指数值则一直以增为主;
对于中国与中亚及蒙古农产品贸易,GLu 指数值和GLw 指数值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分别稳定在０．１１和

０．０５左右,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则均以增为主,且GLu 指数值和GLw 指数值一直小于０．５０;对于中国与中

东欧及南欧农产品贸易,GLu 指数值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稳定在０．２２左右,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先增后降,

GLw 指数值则先增后降,且GLu 指数值和GLw 指数值均小于０．５０.这表明,中国与西亚及埃及、中
亚及蒙古、中东欧及南欧的农产品贸易都一直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但产业内贸易的影响近年来在不断

加强.
比较而言,中国与南亚、中亚及蒙古农产品贸易的GLu 指数值在大多数年份里都大于GLw 指数

值,这表明,贸易市场份额高的类别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低,贸易市场份额低的类别农产品的产

业内贸易水平高;从中国与南亚来看,２０１８年,GLi 指数值分别为０．２８、０．０６、０．０３的谷物及其制品、
天然橡胶、植物油脂的贸易额分别占双方农产品贸易额的５．２８％、１９．７１％、１０．２３％,而GLi 指数值分

别为０．９４、０．８８、０．９９的活动物、饮料、饲料的贸易额则分别仅占０．０３％、０．７２％、２．４３％.中国与东南

亚、西亚及埃及、中东欧及南欧农产品贸易的GLu 指数值在大多数年份均小于GLw 指数值,这表明,
贸易市场份额高的类别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高,贸易市场份额低的类别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

平低;从中国与东南亚来看,２０１８年,GLi 指数值分别为０．５６、０．８８、０．８７的谷物及其制品、咖啡茶叶

可可、纺织纤维及其废料的贸易额分别占双方农产品贸易额的５．０７％、８．７１％、２３．６５％,而GLi 指数

值分别为０．０２、０．０１、０．２４的活动物、肉类及其制品、烟草及其制品的贸易额则分别仅占０．０１％、

０．２８％、０．４１％.

图１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GLu指数值和GLw指数值

　　(２)BI指数分析.①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对于各类别农产品(表２),在样本期内,
咖啡茶叶可可、蔬菜水果、天然动植物原料、烟草及其制品、油籽油料、杂项食品和水产品及其制品的

BLi 指数值在超过半数年份里均大于０．５０,即这７种类别农产品贸易增量主要源自产业内贸易;天然

橡胶和植物油脂的BLi 指数值一直小于０．５０,即这２种类别农产品贸易增量全部源自产业间贸易;
活动物、肉类及其制品、乳品蛋品、动物油脂等其他１１种类别农产品的BLi 指数值在大多数年份里

都小于０．５０,即这１１种类别农产品贸易增量主要源自产业间贸易.对于农产品整体,中国与沿线国

家农产品贸易的BI指数值一直小于０．５０且出现持续波动变化,其中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均以增为主;这
表明,产业间贸易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增量的主要源泉,与此同时,产业内贸易的作用近年

来也在趋于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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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BI指数值

类别农产品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活动物 ０．０８４ ０．７９６ ０．０５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８７ ０．０００ ０．３０９

肉类及其制品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５４６

乳品蛋品 ０．１２７ ０．０００ ０．５９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８６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４７

动物油脂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７０２ ０．１４４ ０．１６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４７８ ０．１３３

未加工动物皮毛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２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８４５ ０．１３８ ０．０７０ ０．０００ ０．５１５ ０．０００

谷物及其制品 ０．０４３ ０．４８８ ０．８３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７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９５ ０．６４１

咖啡茶叶可可 ０．０００ ０．６８４ ０．８４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５８９ ０．７９８ ０．６５５ ０．０００ ０．８０１

蔬菜水果 ０．９１１ ０．６５４ ０．６８９ ０．０００ ０．３１４ ０．９８８ ０．４８２ ０．０００ ０．８６３ ０．０００

糖及糖食与蜜糖 ０．５７４ ０．９９３ ０．５９４ ０．０００ ０．４９４ ０．０００ ０．３６８ ０．５５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８５

天然动植物原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６０３ ０．１７５ ０．０００ ０．５４７ ０．６２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４１８

天然橡胶 － ０．０００ ０．１１４ ０．１３２ ０．２４３ ０．０８１ ０．２２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００

烟草及其制品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６３４ ０．０００ ０．７４３ ０．７０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饮料 ０．０００ ０．２１７ ０．５０２ ０．９００ ０．８２２ ０．４１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１８ ０．３４４

油籽油料 ０．８４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７２ ０．０００ ０．９８３ ０．４８１ ０．７２４ ０．８５２

植物油脂 ０．０９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４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０

加工的动植物油脂 ０．４６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７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３ ０．１１５ ０．１１３ ０．０５０ ０．５４６ ０．０００

杂项食品 ０．０００ ０．７７３ ０．８７６ ０．９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７３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７３１ ０．９４４

饲料 ０．０００ ０．０９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５０２ ０．０９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７３２

纺织纤维及其废料 ０．０００ ０．１４１ ０．７５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９８ ０．５２８ ０．６３５ ０．２９０

水产品及其制品 ０．５７４ ０．９９３ ０．５９４ ０．０００ ０．４９４ ０．０００ ０．３６８ ０．５５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８５

BI ０．２８４ ０．２６８ ０．３８７ ０．０８０ ０．１６５ ０．２６２ ０．２９８ ０．１３１ ０．１８３ ０．２３５

图２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各地区农产品贸易BI指数值

　　②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地区.对于农产品

整体(图２),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地区农产品贸

易的BI指数值在样本期内一直小于０．５０,且对于中国

与东南亚、中亚及蒙古、中东欧及南欧在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

均以增为主;这表明,产业间贸易是中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各地区农产品贸易增量的主要源泉,与此同时,产
业内贸易对中国与东南亚、中亚及蒙古、中东欧及南欧

农产品贸易增量的作用近年来趋于增强.对于各类别

农产品,在样本期内多数年份里,中国与东南亚的咖啡

茶叶可可、蔬菜水果、天然动植物原料、纺织纤维及其废

料的BLi 指数值基本都大于０．５０,即产业内贸易是这４
种类别农产品贸易增量的主要源泉;中国与南亚的天然

动植物原料、加工的动植物油脂的BLi 指数值基本都

大于０．５０,即产业内贸易是这２种类别农产品贸易增量

的主要源泉;中国与西亚及埃及的饮料、纺织纤维及其废料的BLi 指数值基本都大于０．５０,即产业内

贸易是这２种类别农产品贸易增量的主要源泉;中国与中亚及蒙古的蔬菜水果、水产品及其制品的

BLi 指数值基本都大于０．５０,即产业内贸易是这２种类别农产品贸易增量的主要源泉;中国与中东欧

及南欧的水产品及其制品、糖及糖食与蜜糖、饮料、饲料、纺织纤维及其废料的BLi 指数值基本都大

于０．５０,即产业内贸易是这５种类别农产品贸易增量的主要源泉.可见,产业间贸易是中国与“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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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沿线各地区大多数类别农产品贸易增量的主要源泉,双方农产品贸易互补性很强.
(３)MIIT指数和 VIIT指数分析.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看(图３),VIIT 指数值在样本期

内大多数年份里均明显高于HIIT 指数值;这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

增量主要源自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双方贸易的同种类别农产品在质量档次方面存在明显差异.２０１３
年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VIIT 指数值在MIIT 指数值中所占比重明显高于２０１３
年以前;这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

产业内贸易中的作用明显增强.

图３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各地区农产品贸易HIIT指数值和VIIT指数值及其占MIIT指数值比重

　　从“一带一路”沿线各地区看,样本期内多数年份里,中国与东南亚、西亚及埃及、中亚及蒙古、中
东欧及南欧农产品贸易的VIIT 指数值均大于HIIT 指数值,这表明,中国与这４个沿线地区农产品

产业内贸易增量主要源自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双方贸易的同种类别农产品在质量档次上存在明显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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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中国与南亚农产品贸易的VIIT 指数值则在多数年份均小于HIIT 指数值,这表明,中国与南亚

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增量主要源自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双方贸易的同种类别农产品在规格等属性上存

在明显差异.２０１３年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及埃及、中亚及蒙古农产品贸易的VIIT 指数

值占MIIT 指数值比重的平均值均高于２０１３年以前,可见,在中国与这４个沿线地区农产品产业内

贸易增量中,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作用明显增强;中国与中东欧及南欧农产品贸易的VIIT 指数值占

MIIT 指数值比重的平均值则低于２０１３年以前,可见,在中国与中东欧及南欧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增

量中,水平型产业内贸易的作用明显增强.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相较于已有关于中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研究[１０,１７Ｇ２３],中国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特征与之既有一定相似之处,即产业内贸易水平整体上都较低,贸易方式以

产业间贸易为主,但在部分类别农产品上产业内贸易都占据主要地位,且产业内贸易结构以垂直型产

业贸易为主,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作用程度相对较弱;但也存在明显不同,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地区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演进呈现出明显地区差异,与东南亚、
南亚转而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与西亚及埃及、中亚及蒙古、中东欧及西欧则继续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分析

　　１．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Helpman等[１]、Linder[２]、Grubel等[２５]等围绕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进行的实证研究显示,相对经

济规模、贸易距离、产品差异度、市场对外开放度、外商投资、贸易不平衡状态等是影响两国之间产业

内贸易水平及结构的主要变量.所以,本文根据这些变量来选取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

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因素,然后进一步构建实证模型.
(１)相对经济规模.一国经济体量越大,对其他国家具有差异化特征的商品的消费需求也会越

大,这有利于更好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并深化生产专业化和产业内分工甚至产品内分工,促进产业内贸

易提升[８].本文采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２０１０年不变价美元表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之和的算术平均值来衡量相对经济规模(记为 AGDP),单位为亿美元;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２)贸易距离.贸易距离可用国家之间的地理距离来表示,地理距离越近意味着贸易成本往往也

越低,有利于促进双方贸易往来[２８].本文采用中国首都北京与“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首都之间的

地理距离来表示贸易距离(记为DIST),单位为公里;数据来自法国前景研究与国际中心(CEPII)数
据库.

(３)产品差异度.贸易商品的质量越高,会使得贸易往来更多基于商品的质量;同种贸易商品在

质量等方面属性的差异越大,消费者对其满足自身差异化的偏好选择会越多,进而会推动贸易往来更

多表现为产业内贸易[１].本文参考Crespo[２９],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就业人员数量占总就业人

员数量比重来表示农产品差异度(记为AE),单位为％;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WDI数据库.
(４)市场对外开放度.一国市场对外开放度越高,其通过构建双多边贸易优惠制度安排、开展贸

易谈判等途径提升区域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参与程度也会越深,进而越有利于推动产业内贸易

提升[３０].本文采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品贸易额占 GDP 比重来表示市场对外开放度(记为

MTR),单位为％;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WDI数据库.
(５)外商投资.外商投资对产业内贸易具有重要影响,且影响方向主要由外商投资的动机和类型

决定,当外商投资以分割生产过程各环节为目的时,会和产业内贸易产生替代关系且抑制其发展;当
外商投资以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并促进商品差异化与多样化为目的时,会和产业内贸易产生互补关系

且促进其发展[３１].本文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商直接投资(FDI)净流入额占 GDP比重衡量外商

投资(记为FDIR),单位为％;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WDI数据库.
(６)贸易不均衡.贸易不均衡问题普遍存在于各国之间经贸往来中,并将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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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贸易水平被低估[２５].因此,本文采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不均衡变量来分析这

种低估效应的影响:TIB＝ Xj－Mj
/(Xj＋Mj

);其中,Xj 和Mj 分别表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

j国的农产品出口额和进口额;数据来自中国海关.
(７)收入不平等.收入不平等意味着贸易伙伴之间存在差异化的需求模式以及对产品质量差异

的需求[３２].收入不平等通常用人均收入之比来表示,但这可能会存在规模偏差问题,因此,本文用根

据相对差异指数法计算得到的人均收入差异表示:

DPGDP＝１＋[wlnw＋(１－w)ln(１－w)]/ln２ (７)
式(７)中,w＝PGDPC/(PGDPC＋PGDPBR);PGDPC 和PGDPBR 分别表示中国和“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以２０１０年不变价美元表示的人均GDP;DPGDP 值越大,表明双方人均收入差异也越大.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WDI数据库.

(８)虚拟变量.２０１３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自由化便利

化,降低了交易成本和营商成本,释放了发展潜力,提升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贸易往来

的广度和深度[３３];本文设置虚拟变量OBOR 来衡量“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均取值０,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均取值１.经济体之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有利于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往来发展;
本文设置虚拟变量FTA 来衡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当t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j 国签署

的自由贸易协定生效时取值１,否则取值０.
为了探究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因素,本文将测算得到的 Thom & McＧ

Dowell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指数(HIIT)和 Thom & McDowell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指数(VIIT)作为

因变量Y,由于其为取值范围在０和１之间的非负离散分布随机变量,此时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不
再适用,而应该采用受限因变量模型(LDVM)中的 Tobit模型进行估计.因此,本文构建了如下的

Tobit模型:

Yit＝

０　　δ０＋∑δjxijt＋εit≤０

Y∗
it 　０＜δ０＋∑δjxijt＋εit＜１

１　　δ０＋∑δjxijt＋εit≥１

ì

î

í

ï
ï

ï
ï

(８)

式(８)中,０、１分别表示Yit的左审查点、右审查点;δ０ 表示常数项;xijt表示第j个影响Yit的因素;

δj 表示xijt的系数;εit表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Y∗
it 表示Yit的潜在变量且可表示为:

Y∗
it ＝δ０＋∑δjxijt＋εit

　 ＝δ０＋δ１lnAGDP＋δ２lnDIST＋δ３lnAE＋δ４lnMTR＋δ５FDIR＋

　　 δ６TIB＋δ７DPGDP＋δ８OBOR＋δ９FTA＋εit

(９)

根据选取的变量取值类型,为了检验 Tobit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进一步采用面板数据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２．变量检验与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根据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农产品贸易规模情况,本文接下来选取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伊朗、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埃及、以色列、哈萨克斯坦、
蒙古国、俄罗斯、乌克兰、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希腊２２个国家,研究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

品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２０１８年,中国对这２２个国家农产品出口额、进口额和进出口额合计分别占

对全部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额、进口额和进出口额的８６．６２％、９４．８４％和９１．４０％.为了避免变量数

据可能存在的非平稳性而导致的模型估计结果存在虚假相关和伪回归问题,本文在进行模型估计前,
先对模型(９)中因变量 HIIT、VIIT 和除lnDIST、OBOR、TFA 外的自变量的数据平稳性进行面板

数据单位根检验.根据表３可知,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统计量在１％水平下大多数是统计显著的,即
拒绝了存在相同单位根或不同单位根的检验原假设,各变量均为不存在相同单位根或不同单位根的

平稳序列,适合用来进行模型估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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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相同单位根检验

LevinＧLinＧChu检验 Breitung检验

不同单位根检验

ImＧPesaranＧShin检验 ADFＧFisher检验 PPＧFisher检验

HIIT －１３．４０６∗∗∗ －８．１７２∗∗∗ －１１．２５５∗∗∗ ２００．１４６∗∗∗ ２６２．９３２∗∗∗

VIIT －１３．３０１∗∗∗ －７．６８５∗∗∗ －１２．０７４∗∗∗ ２１８．６０４∗∗∗ ５１０．５５７∗∗∗

lnAGDP －１９．９７８∗∗∗ １０．０４７ －１１．３７１∗∗∗ １９６．４０９∗∗∗ １４２．２８１∗∗∗

lnAE －１２．４７７∗∗∗ －８．７１６∗∗∗ －１０．４６１∗∗∗ １８８．３３５∗∗∗ ２０８．４９１∗∗∗

lnMTR －１２．９６１∗∗∗ －７．３３１∗∗∗ －１２．３３６∗∗∗ １７４．０１２∗∗∗ １３９．４５８∗∗∗

FDIR －５．６８１∗∗∗ －４．７５０∗∗∗ －６．０２７∗∗∗ １１１．７８６∗∗∗ １１３．３２４∗∗∗

TIB －２．３４９∗∗∗ －０．７２５ －３．０９９∗∗∗ ８３．２１０∗∗∗ ９９．１２２∗∗∗

DPGDP －８．７０８∗∗∗ ２．９４５ －８．９３２∗∗∗ ７５．８２３∗∗∗ ７８．１３１∗∗∗

　注:∗∗∗ 表示在１％的水平下显著;单位根检验过程中均只包含趋势项,滞后阶数根据 Akaike信息准则自动选取.

　　根据表４中 Tobit模型估计结果可知,lnAGDP 显著正向影响HIIT 和VIIT;可见,中国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对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有利于促进双方形成更加多元化的农产品消费需求,进
而推动双方深入开展农产品产业内分工并在更多相同类别农产品上发生贸易往来.lnDIST 对HIＧ
IT 有负向影响但不显著,对VIIT 则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表明,贸易距离会抑制中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发展.lnAE 对HIIT 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但显著正向影响VIIT;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种农产品在质量等方面属性存在差异,会激励双方消费

者的差异化偏好选择,进而对垂直型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与前文得到的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VIIT 指数值在样本期内大多数年份里均明显高于HIIT 指数值

的研究发现也是一致的.lnMTR 和FDIR 对HIIT 的影响在统计上均不显著,对VIIT 则均具有显

著正向影响;这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和扩大对中国直接投资,都会对中国与
表４　模型估计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HIIT

Tobit模型 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

因变量:VIIT
Tobit模型 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

lnAGDP ０．０７１８∗∗∗

(３．６２２６)
０．０７４６∗∗∗

(３．７９４５)
０．００４９∗

(１．８８３５)
０．００７４∗∗

(２．１６０１)

lnDIST
－０．０１５９

(－０．５３０８)
－０．０１１９

(－０．７３８６)
－０．０１２０∗

(－１．７９８３)
－０．０２２８∗

(－１．８４３１)

lnAE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５２０)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９１５)

０．００２７∗∗

(２．０４３７)
０．００３９∗∗

(２．１２８８)

lnMTR
０．００７８
(０．３８９４)

０．０１４５
(０．１５０４)

０．０００９∗∗

(２．０３２８)
０．００３２∗∗

(２．１６１４)

FDIR
－０．０００５

(－０．３１７９)
－０．０００８

(－０．５７５４)
０．００６６∗

(１．７２８６)
０．００５７∗

(１．７９５４)

TIB －０．０９４７∗∗∗

(－３．７６４２)
－０．１３１０∗∗∗

(－４．２４１５)
－０．１２０７∗∗

(－２．５１３５)
－０．１６１６∗∗∗

(－２．８５０３)

DPGDP ０．１１８４∗∗

(１．９８１３)
０．１１８１∗∗∗

(２．７８１７)
０．１０１３∗

(１．９５０７)
０．１０１３∗

(１．８７４３)

OBOR ０．０６０６∗∗∗

(３．４１７７)
０．０６７５∗∗∗

(３．６８３５)
０．０４２３∗∗

(２．１７０９)
０．０３６６∗∗

(２．３４７８)

FTA ０．０３４２∗

(１．７９９３)
０．０４０１∗∗

(２．１６２８)
０．０２１０∗

(１．７９０５)
０．０２１０∗

(１．８６５８)

常数项
－０．４７９６

(－１．２３４６)
－０．５４５２∗∗

(－２．００２３)
０．３８７２
(０．６２０６)

０．１５１１
(０．１８７６)

R２ ０．１８８８ ０．１８４９ ０．２３０４ ０．２３３１
F 统计量值 ４．８７０３∗∗∗ ４．６９７５∗∗∗

对数似然函数值 ３１２．６１０６ １９８．８８４５
Hausman检验 ３．８３９０ ４．１６７５
样本数 ３９６ ３９６ ３９６ ３９６

　注:∗∗∗ 、∗∗ 、∗ 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Tobit模型估计结果中小括号内数值为z统计量值,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

型估计结果中小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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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国家农产品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发展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TIB 对HIIT 和VIIT 均具有显

著负向影响;这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往来越不平衡,就越会抑制双方农产

品产业内贸易提升,也即在双方农产品贸易不平衡影响之下,双方农产品产业内贸易会被明显低估.
DPGDP 对HIIT 和VIIT 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收入差距扩

大,会促进双方对农产品的规格、款式、质量等方面属性形成更加差异化的消费需求,并推动双方农产

品产业内贸易的发展.OBOR 和FTA 对HIIT 和VIIT 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中国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自由贸易区等贸易优惠制度安排下的深入合作,通过促进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放宽市场准入等路径,有助于促进农产品贸易成本降低和农

产品贸易潜力释放,进而推动双方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发展.
进一步地,表４中的 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随机效应模型比固定效应模型更合适用来进行估

计;所以,本文接下来选取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根据表４可知,面板数据随机效

应模型估计结果中各个自变量的系数估计值符号和统计显著性与 Tobit模型估计结果是基本一致

的;这表明,Tobit模型估计结果是稳健的.此外,根据 Greene提出的内生性检验方法[３４],本文还对

表４中的４个模型均进行了自变量内生性检验,具体是先根据表４中估计结果,将估计得到的因变量

拟合值作为新的自变量,带入到模型中并重新进行估计,然后再对因变量拟合值的系数估计值进行t
检验①;检验结果表明,在４个模型中,因变量拟合值的系数估计值在１０％的水平下都是统计不显著

的,因此,可以认为４个模型中的自变量均不存在显著的内生性问题.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测算了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状况,然后实证分析了

影响双方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因素.研究发现:(１)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总体上较

低,但双方半数类别农产品的主要贸易方式是产业内贸易,且贸易市场份额高的类别农产品的产业内

贸易水平较低,贸易市场份额低的类别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则较高;产业间贸易是中国与沿线国

家农产品贸易增量的主要源泉,产业内贸易的作用也在加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农

产品产业内贸易增量的主要源泉,且“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的作用明显增强.(２)中国与沿线各地区

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存在显著地区差异,与东南亚、南亚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以产业内贸易为主,
与西亚及埃及、中亚及蒙古、中东欧及南欧则一直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产业内贸易在中国与东南亚、中
亚及蒙古、中东欧及南欧农产品贸易增量的作用近年来趋于增强;中国与沿线多数地区农产品产业内

贸易增量主要源自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在中国与沿线多数

地区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增量中的作用明显增强.(３)相对经济规模、产品差异度、市场对外开放度、外
商投资、收入不平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和自由贸易协定签署显著正向影响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

产业内贸易,贸易距离和贸易不均衡则呈现显著负向影响.
基于上述结论,得到以下政策启示:第一,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动植物检验检疫互认、跨

境监管程序协调、技术性贸易措施透明度提升等领域的广泛合作,强化农产品贸易、农业投资等方面

公共信息平台建设,深入开展信息的互通、交流和共享.第二,以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多边

及区域贸易投资优惠制度安排的发展为重点,持续提升与沿线国家现有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水平,适时

开展现有自由贸易区的“升级版”谈判,在条件成熟时与沿线国家建立新的双多边及区域自由贸易区.
第三,倡导“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多边贸易秩序,为推动双方深入开展农产品

产业内分工合作营造更加公平、开放、务实的国际经贸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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